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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清末北京义务戏深受戏剧改良运动影响，其演进过程呈现出多种新元素，不仅促进戏剧改良，而且在

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风俗改变。 一方面，戏剧改良运动促进艺人与报人合作开演义务戏，推动义务戏在传统表演

形式中增添许多近代元素，如戏剧内容革新、舞台元素多样化和女性群体加入。 另一方面，义务戏受到近代启蒙思

想影响，热心助赈的新艺人成为义演主体，成为启蒙与宣教活动的实践者。 同时，义务戏也促进社会风俗改良，艺
人社会形象得以重塑，其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 清末北京义务戏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

文化碰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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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戏作为清末戏剧的特殊表演形式，不仅引

入慈善观念赈灾济贫，而且创新创作了很多现代内

容的戏剧，成为独特的文化景观。 目前学界对义务

戏的研究，既有从文学艺术层面探讨其演变轨迹

的①，也有从慈善角度探讨“寓善于乐”以及艺人群

体形象塑造问题的②，还有从传播学视角论述近代

报刊对其产生和发展的推动作用的③。 但整体来

看，缺乏从戏剧改良④视角考察其演进内容的研究。
本文拟以北京地区义务戏演进为视角，探究清末戏

剧改良与义务戏的互动与关联，探寻戏剧界⑤在社

会启蒙和救亡图存国情下的发展与演进。

一、戏剧改良影响义务戏

戏剧改良运动从 ２０ 世纪初开始酝酿，到 ２０ 世

纪 ２０ 年代后期逐渐消退，对近代文化变迁和社会启

蒙有重大影响。 “庚子事变”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

冲击，同时也促进知识分子新一轮反思，此时国民意

识在觉醒， “开民智” 成为清末 “最流行的口头

禅” ［１］１５。 戏剧具有“聋子也看得见，瞎子也听得

见” ［２］的特点，对教化人心有重要意义。 １９０２ 年梁

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主张用小说启蒙

民众：“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

民必自新小说始。” ［３］其中的“小说”就包含小说和

戏曲。 从梁启超开始，先后有许多学者发表文章宣

扬戏剧的重要性，其社会教化功能被提高到空前地

位。 如陈独秀的《论戏曲》提出：“戏馆子是众人的

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 ［２］ 此外，陈去病的

《论戏剧之有益》、蒋观云的《中国之演剧界》、《大公

报》所载《编戏曲以代演说说》、《顺天时报》所载

《尊伶篇》《伶部改良策》等，都在强调戏剧的社会教

育功能和艺人的重要作用，有意提高艺人的社会地

位。 在开风气较早的上海，各种戏剧改良与社会启

蒙文章见诸报端，出现了编演时事新戏的热潮。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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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相比，北京地区相对保守，但戏剧改良风潮逐渐吹

来，以剧资兴学为起点，义务戏开始兴起。 有学者研

究提出，清末戏剧改良是“报人发动、艺人响应” ［４］

的合作模式，深受戏剧改良运动影响的义务戏也呈

现出如此明显的特点。
１．艺人与报人合作开演义务戏

在戏剧界，义务戏被认为是艺人不计报酬，为帮

助贫苦同行、助学或赈济灾民而举行的义务演出，是
以社会公益为主要出发点的演剧形式［５］ 。 北方最

早出现的义务戏，是 １９０６ 年因惠兴殉学事件⑥而编

演的《惠兴女士传》新剧⑦。 从此剧创作、编排到舞

台呈现，可以管窥艺人和报人的合作与近代义务戏

产生的重要关联。
１９０６ 年，由庚子事件导致报界发起“国民捐”运

动。 《京话日报》率先发文提倡“国民捐”，《大公

报》《顺天时报》等纷纷附和，呼吁国人尽自己的义

务［６］ 。 “国民捐”“倡自京都继及津保，凡有国家思

想、知国民义务者，莫不争先举办，以救时危。 且闻

卑如优伶如娼妓亦复能知义务劝办斯捐” ［７］ 。 国民

意识对艺人有积极作用，他们通过“尽国民义务”获
得平等的“国民”身份，这是其积极参与义务表演的

思想动力。
惠兴女士事迹传入北京恰逢其时，引起较大社

会反响。 为继承惠兴女士未竟事业，给贞文女学堂

筹款，《京话日报》发文呼吁：“打算演三天戏，专请

堂客听，不卖官客座。 把所收的戏价，全数充了公，
汇在杭州，作为贞文女校的经费。” ［８］报人为扩大宣

传影响力，引入了大众娱乐方式———戏剧。 义务戏

可以让社会民众广泛参与，不仅扩大舆论影响，还有

资金收益。
在筹划义务戏的同时，报人张展云与著名艺人、

玉成班主人田际云一拍即合，共同成立“妇女匡学

会”，以团体力量组织义务戏，筹款资助女学。 《京
话日报》刊文称：“玉成班主人，赞成女报馆筹款助

学的事，约请各名角，大家一齐尽义务。” ［９］

以惠兴殉学事迹为蓝本，新戏《惠兴女士传》最
终在福寿堂开演。 田际云既是该戏编者，还在戏中

饰演惠兴女士，报纸记载：“际云代表女士，现身说

法，一种热心爱国的神情，义烈捐躯的劝告，听戏的

来宾，竟有为之落泪的。”⑧在报人的宣传和田际云

的号召下，义务戏名角云集，“均具一片热心，慷慨

好义，襄成善举，是日无论风雨，咸来助善” ［１０］ 。 名

角们纷纷上演拿手好戏，如龚云甫《钓金龟》，王凤

卿《战太平》，谭鑫培、黄润甫《黄金台》，姜妙香、许

荫棠、梅处《二进宫》，侯俊山、吴昆甫、李玉桂《花田

错》等［１１］ 。 另有天津名伶崔灵芝“听见玉成班，创
办匡学会，大动热心，临期由天津赶回，入会助

善” ［１２］ 。 这场义务戏规模巨大，成绩卓著，“除去开

销，共存洋三千七百一十四元一角”。 为了避嫌，这
些资金不经艺人之手，而由“华丰锦的银号、聚增炉

房、日升昌票庄”等共同监管［１３］ 。 这种模式对此后

管理义演筹募资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福寿堂义务戏演出，不仅达到了筹款助学的目

的，更使报人与艺人形成一种新型互动关系：报人借

助传统戏剧表现力推动“女子兴学”新思想的传播

与社会改良，艺人则在尽“国民义务”过程中改变

“贱业”的传统形象，成为社会启蒙的参与者。 正如

《顺天时报》评论那样：“看劝办学堂的文明戏，必能

共发热诚，触起爱国家、黄种的思潮。”⑨由于与戏剧

改良运动的互动关系，义务戏成为“文明戏”，并被

提升到爱国“强种”的高度。
２．义务戏近代元素凸显

在梁启超、陈独秀等人的倡导下，戏剧改良运动

在全国逐渐展开。 戏剧改良者一方面剔除传统旧戏

中的封建迷信思想，一方面编演具有启蒙教化意味

的新戏。 在这一运动推动下，义务戏演出呈现鲜明

的时代特点———新旧杂糅。 清末义务戏既保留了传

统演剧习惯，又增添了近代新元素，明显体现在戏剧

内容革新、舞台元素多样和女性群体加入等方面。
有学者提出，“改良新戏的义务戏演出占据清

末民初义务戏演出的半数有余” ［１４］ ，这是从全国范

围来看。 若以北方地区尤其是北京地区来看，表演

传统剧目的义务戏仍占较高的比例。 这一方面与风

气开化程度有关，另一方面与观众群体追逐名角名

戏心理相关。 尽管如此，以传统剧目为主的义务戏，
常加入改良的新戏和思想演说，并进行自我宣传。

在田际云福寿堂义务戏演出的带动之下，演戏

助学成为一时风潮。 为宣传助学的意义，举办者在

义务戏演出之前常加入演说与动员环节。 如 １９０６
年，乔荩臣、李毓臣请票友在福寿堂演戏筹款捐助上

海公学，“延请张展云、彭翼仲、王子贞三君临会演

说”，“志士张展云君登台演说时，颇动人观听。 先

言乔、李二君开会之宗旨，次论女子与国民之关系，
演述义务会专卖堂会缘由，听者一时无不击拿称快，
其演说感人之效力可见一斑矣” ［１５］ 。

戏剧改良的内容也包括舞台环境。 在报人宣传

下，北京戏园以上海戏园为参照进行改良，改良的典

范是新开的文明戏园，它“仿照上海戏园办法，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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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一律陈设方桌圆椅，楼上分出一间一间的包厢，所
有版墙，都是斜的，免得遮断视线。 正楼分两层，前
边低，后边高，规模阔大，形式整齐”。 为适应夜间

演戏需要，“园中满装电灯，添演夜戏”。 为保证观

演效果，戏园“呈请警厅，实力保护。 并陈列果点等

等，和新式铅字戏单，戏价茶钱，都明定规则，排印在

戏单上，令人一望而知”。 在记者看来，戏园环境的

改良是“借文明戏曲，开多数民智，亦是社会进化的

大助动力” ［１６］ 。
良好的舞台效果能带给观众更好的体验，因此

新式时装和灯光渲染也进入义务戏演出。 福寿堂义

务戏演到贞文女学校开学这场戏时，田际云把“小
吉祥班的小孩选了清秀的十名，扮出文明装束，作为

女学生” ［１７］ 。 由于夜戏增多，灯光用于义务戏舞台

越来越多，如 １９０８ 年“都下梨园子弟，因水灾及孤儿

院等举办慈善事业，争相开演义务夜剧，于是广德楼

创之于前，文明园继之于后” ［１８］ 。 “广德之池中，高
悬气灯，四隅皆补助以大保险灯，台上灯火愈明，其
特色每灯之外，必饰以纸围，所以使光线不射刺座客

之目，免致有眩花之弊”，而“文明除中央大气灯外，
四隅皆系以绝小之灯盏，台上亦不明亮，灯光耀人，
有伤视能” ［１９］ 。

有学者认为，北京义务戏“引人瞩目的是，女性

人士表现得格外活跃” ［２０］ 。 有两方面表现：一是女

观众开始正大光明进入戏园看戏，踊跃捐资；二是女

艺人积极筹办义务戏，助力慈善。 时人记录：“自文

明茶园创立，始有妇女赴园观剧之事。 男女只以上

下楼别之。 嗣后内城外城，诸戏园争援此例，开演夜

戏。 将见戏界日益发达，不可限量。” ［２１］ 女艺人热

心助善，如 １９０９ 年甘肃旱灾，玉花、凤仙、银芙等十

二位女艺人演戏筹款帮助灾民：
　 　 是日，此十二花先到，各班之乐尽义务者亦

络绎而来，牺牲色相，登台高歌。 一时檀板丝

弦，洋洋盈耳，各尽其长，以为歌曲之竞争。 于

是大鼓之声嘈嘈然、切切然，一若代表难民之诉

苦者；二簧之声悠悠然、凄凄然，亦若代表难民

之乞怜者；而梆子之秦音尤为激烈悲壮、慷慨缠

绵，则直不啻手□掬民之血泪，而滴于舞台之前

矣。 闻者莫不为之悄然而悲，肃然而敬，深叹花

界中人而亦富于慈善思想，其热心毅力团体坚

固有如斯也。［２２］

从这段材料不仅可以看出女艺人演出义务戏的

情形，更能看出当时义务戏用艺术手法营造出的救

灾氛围。 在此情景下，观众心灵受到洗礼，也有利于

募捐救灾。 此后还出现不少以情感人的救灾戏，使
受众和受助者的情感通过义务戏而贯通。

二、义务戏筹款用途

清末北京义务戏筹款目的主要分为助学和助赈

两大类。 在清末社会启蒙运动的推动下，戏剧艺人

的社会责任感在不断增强。 办学和赈灾与艺人并非

息息相关，但在国民义务号召中，艺人的自觉意识大

有提升：“我们行业虽微，敬重侠烈的热心，可是跟

士大夫没有两样！” ［２３］ 在时代背景下，爱国之心促

使艺人投身慈善事业，以新剧感人之力量，促进社会

进步与改良。
１．艺人有情，演剧助学

戏剧改良，首先是提高艺人的文化水平。 传统

社会艺人地位低下，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受教育

程度低。 很多进入梨园行的艺人是因家庭贫苦学艺

谋生，从小未受蒙学。 京剧演员李洪春回忆自己学

艺经历时说：“在旧社会，我国没有正规的戏曲学

校，而对那些由著名演员或有识之士创办的培养和

训练戏曲演员的组织，当时称它为‘科班’。 科班都

是民办的，着重从小锻炼基本功和专业艺术训练，但
往往忽视文化知识的教育。”“这些演员都是文盲或

半文盲。” ［２４］

艺人要提高社会地位，必须改变自身受教育情

况。 在清末社会启蒙运动的带动下，戏剧的宣传作

用被知识界提升并放大，在艺界普及教育顺应了时

代发展的方向。 １９０５ 年，艺人田际云和汪桂芬提出

名角义务加演戏剧作为筹办艺界学堂的经费的想

法，《大公报》记载：“前玉成班班长拟建学堂，已志

本报。”田、汪二人又递呈学务处，“言每日登台唱

剧，愿加演一剧，即以此项剧价作为学堂经费” ［２５］ 。
田际云等人希望在艺界办理“正乐学堂”，设立义务

茶园演剧集资，为同行子弟普及教育与谋生。 《京
话日报》报道：“玉成班长，约会各庙首，要立一处正

乐学堂。”“现在大家商议，打算先立一处义务茶园，
所有京城各戏班，联成一气，轮流在义务茶园演

唱。”“把这笔戏价攒起来，正乐学堂的经费，可就有

了着落了。” ［２６］办艺校培训同行子弟的专业技能，
不仅是从实际利益考虑，更是由于他们是戏剧改良

的后备力量，可以带动社会风俗改良。 这一办学目

的也体现在正乐学堂的宗旨中［２７］ 。
尽管正乐学堂已到成立时机，《新闻报》记载：

“业已组织就绪，不日即可办矣。” ［２８］ 可惜的是，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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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于未得到诸多同行的大力支持，最终没有成功。
但由此可知，艺人的演剧兴学之心很早即有迹象。

惠兴殉学助演在社会引起较大反响，此后演剧

助学成为艺人出演义务戏的主要动因。 报端记载了

许多以志助学的义务戏演出，如：四月，在姚崇业殉

学之事影响下，乔荩臣以票友的荣誉和公益之心为

号召大力呼吁票友为公学筹款举办义务戏。 五月，
田际云携《惠兴女士传》再次在广德楼开演，“并聘

请志士彭翼仲、王子真三君是日登台演说” ［２９］ 。 六

月，乔荩臣、李毓臣“延聘京师票友在福寿堂演戏，
开乐善义务会，捐助上海公学及济良所经费” ［１５］ 。
还有北京赵泽田创办的兴化女学堂，因办学资金不

足，“王子贞、连世五、鲁荫卿、勋荩臣等志士为筹捐

学款起见”，“在打磨厂福寿堂演唱各种改良词曲，
并请报界热心志士登台演说，以维持女学” ［３０］ 。 这

场演出以八角鼓为特征，“演毕即唱《六国合约》一
出，甚足动人爱国思念，真可谓文明举动也矣” ［３１］ 。

１９０７ 年，连子周“因筹措学堂经费，特于二十、
二十一、二十二，四月初一、初二、初三等六日假福寿

堂演戏募捐”，乐绶卿、吉静怀“亦因筹款兴学，禀准

警厅，于余园演戏募捐，并请谭鑫培、汪桂芬同尽义

务” ［３２］ 。 文石泉等“为崇实学堂、振华学校、识一小

学筹措经费”，“禀准警厅于福寿堂演唱义务剧”，
“赞成者颇不乏人云” ［３３］ 。 从接连不断的助学义演

可见此期间梨园界以及整个社会对教育事业的关注

和支持。
演剧助学毕竟是新事物，仅靠艺人热心是不够

的。 《京话日报》有一则材料：“昨天四合号唱戏，打
算借此筹款，补助培养小学堂，没想到天气不佳，仅
仅卖了七位二等票。” “唱了两出就截止，客座那里

答应，一定要退价，四合号也不依不饶，费了好大的

周折，才算了结。” ［３４］ 可见艺人剧资兴学并非一帆

风顺，除了演出前需周密筹划外，更需广大观众的理

解与支持。
２．艺界尚善，演剧助赈

清末处于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急剧变革时期，
而各地又相继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依靠本不富裕

的财政实施赈济，政府着实力不从心。 因此，救助灾

民的重任需要民间力量来分担。 艺界为筹赈而动员

起来，并组成赈灾团体，通过义务戏演出助赈。
１９０６ 年，江苏发生特大水灾，“灾民达七百三十

余万人” ［３５］ 。 见此情景，艺人自发组织起来在福寿

堂演戏募捐，“自二十四日起接演十日，所得戏资全

济灾区，该会中人已约谭鑫培、汪桂芬二名角共襄义

举矣” ［３６］ 。 女性艺人也在演剧助赈中展露身影，桂
喜班桂凤创办慈善会，在天寿堂举办义务戏演出，可
谓群策群力，北部群花由桂凤、玉芙提倡，南部则由

云蓝阁主人周月红提倡，南北分工合作，有唱胡子

的，有唱小生的，有唱旦角的。 记者见此情景，对筹

款大抱希望，感慨道：“群花大会，歌曲竞争，观会的

人，必定众多，那可捐款必能兴旺了。” ［３７］

天寿堂义务戏演出后，北京清吟小班又在福寿

堂开义演赈灾会，同样取得了良好效果，“楼上楼

下，拍掌的人，真跟放鞭炮似的” ［３８］ 。 演义务戏赈

灾筹款，能给有观戏雅兴的观众带来视觉盛宴，而且

售票资金最终用于救助难民，这使观众有道德上救

国救民的荣誉感，“觉得荣耀的了不得”。 对于参演

艺人来说，这种“位卑未敢忘忧国”之举，使她们得

到了社会赞扬和高度认可：“从今以后，方知歌唱优

胜，是这样的受社会的欢迎，并知文明举动，有这样

的伟大荣誉的报酬，虽然牺牲一两晚上盘子条子代

价，却吸受万金买不到至贵无价的文明掌彩声，一个

字的批评，叫做‘值’！”这场盛会第一天就“收票价

花资捐款，共约一千二百余圆” ［３９］ 。
仅靠个人助善，力量终究有限。 为更好发挥义

务戏赈灾作用，艺人纷纷组织起来，通过戏剧宣传善

意，感动时人参与赈灾。 １９０７ 年 ４ 月 １８ 日，北京的

王凤卿、姜妙香、王琴侬、姚佩秋等联合发起成立伶

界赈济会，并订立章程，明确宗旨：“本会因为江皖

灾民集资赈济，尽同种之义务，然于我辈名誉上亦大

有关系，同人幸勿漠视，裹足不前也。” ［４０］可见义务

戏已从早期的个体行为发展为梨园行业的整体认

同，《顺天时报》记者“因此触动感情，谓伶人亦国民

之一分子，安可袖手旁观，不起而结合团体，以为助

善之举哉” ［４１］ 。 伶界赈济会成立后，即着手组织演

出筹款助赈，报载：“本月初七初八两日，梨园子弟，
演剧于福寿堂，名曰伶界义务赈济会。” ［４２］

３．其他用途

这一时期除了为助学和赈灾演唱义务戏，报刊

所见，还有更多为公益目的而举办的演出活动，主要

是戒烟和济贫两个目的。
一为戒烟演剧筹款。 田际云不仅关注赈灾，还

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如 １９０７ 年他出面组织筹款义

演，“打算在月底，仍借打磨厂福寿堂地方，邀集各

班热心义举的梨园子弟，只唱义务戏三天”。 同时

还有协助戒烟：“这次义务戏，虽然是为了顺直水

灾，内容还含著戒烟会的事。” ［４３］

二为救助贫苦而义演。 艺人举办义务戏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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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对象包括贫穷人家、孤儿院以及贫弱艺人。
１９０９ 年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国丧”期间停止演

剧，梨园中人日子颇为清苦。 经过梨园行会商议，决
定“俟后遇有办理义务筹捐等事，皆须由捐款提出

若干，存于银行生息，以作接济同行之失业及老弱疾

病者云” ［４４］ 。 这与梨园早期自发救助贫苦同行的

“搭桌戏”相比，集资能力更进一步。 艺界对孤儿院

的赈济力度也不小，如北京十四家戏园“每月均有

提捐赞助龙泉孤儿院的经费，今知上月份统计共同

协赞一千三百二十四吊八百文。 孤儿院每月有这赞

助的款，全活孤儿不少，可称大大公益” ［４５］ 。 由中

可见，艺界对于龙泉孤儿院给予了较大的支持。

三、义务戏影响社会

北京地区义务戏深受清末戏剧改良运动的影

响，涌现出一大批改良新戏。 北京义务戏演出，既有

传统剧目，也有改良新戏。 其中传统剧目经受过市

场的考验，有庞大的观众基础，改良新戏以趋新、新
奇吸引观众，符合戏剧改良的价值观，与现实社会相

适应。 因此，义务戏在当时促进了社会风俗改良。
１．聚焦社会热点，上演改良新戏

义务戏常以社会热点问题为创作来源，如艺人

田际云等在福寿堂演剧筹款，即是以惠兴殉学事迹

为起因。 这次演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惠兴女士

传》也在此后义务戏演出中时常被搬上舞台。 该剧

除了在福寿堂和广德楼上演外，当年 ６ 月 ６ 日又在

颐和园内为宫廷演出［４６］ ；８ 月 ２８、２９ 日在天津天仙

茶园演出［４７］ ；９ 月 １６ 日在北京太平庄演出［４８］ ；９
月 １７ 日在湖广会馆演出［４９］ 。 从范围上看，演出地

点不仅从堂会转入商业剧场，而且从北京传入天津。
演出目的也从为振兴女学助捐，提升到爱国主义的

“国民捐”。 以《惠兴女士传》为代表的义务戏对戏

剧改良运动具有深远的影响，日本学者吉川良和在

研究中指出：“如果《惠兴女士传》不能上演的话，近
代北京的戏剧改良进程将会大大延迟。” ［５０］

社会热点问题也作为艺人创作题材被搬上舞

台，以义务戏形式呈现给观众。 如在兴女学之风渐

开之际，《女子爱国》在北京广和楼上演。 剧本以主

人公鲁至道办女学为主线，暗喻中国可以走变法富

强的道路。 《大公报》记者评价道：“此戏之命意撰

词，均大有益于社会。” ［５１］ 演出所得也是捐献给湖

北的闺范学堂。
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下，如果仅是为了一己私利

排演改良新戏，这与当时倡导的价值观相悖。 如果

排演的改良新戏以慈善公益为导向，是“尽国民义

务”、为国为民的，更容易被大家认可和接受。 因

此，许多改良新戏以义务戏的表演形式首创和开展。
另一方面，面对诸如兴女学、禁鸦片、救灾荒等社会

热点问题，艺人以此为题材编演新戏，可以使观众身

临其境而有所感触，同样达到了戏剧改良运动教化

人心的目的。
义务戏时尚的剧情还丰富了时人关于戏剧的讨

论，报道义务戏的报纸新闻大量出现，戏剧改良理

论、戏剧美学等文章也一齐出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戏剧改良运动的发展。 不仅如

此，白话演说、新式时装、舞台技术等元素进入义务

戏，加速推动早期话剧的诞生，早期经典话剧剧目有

借鉴义务新戏的表演。 如宣统年间，田际云邀请王

钟声在北京演出义务戏，梅兰芳认为：“王钟声的剧

团演大轴，称为‘改良新戏’，不用锣鼓场面，实际上

就是话剧。” ［５２］可以说清末义务戏在某种程度上推

动了新剧的萌发。
２．重塑艺人形象，提升其社会地位

艺人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处于底层，著名戏剧

理论家齐如山谈道：“明清两朝，几百年的风俗，凡
是正人君子，都不肯与戏界人来往。” “一直到宣统

年间，这种思想还仍然存在。” ［５３］ 可见艺人在世人

心中地位改变的转折点就在宣统年间，和北京兴起

义务戏有相当大的关联。
艺人主动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一方面从传统道

德话语体系中能得到支持，另一方面从社会改良宣

传中可为艺人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转换提供契机。 李

孝悌教授分析伶界赈济会认为：“对姜妙香等能够

掌握时代脉动，而勇于改变戏曲界现状的伶人来说，
募款救灾，不仅在尽新时代国民应尽的义务；也是改

变形象，提高声誉的大好机会。” ［１］１９５－１９６报界也有

类似评价：“至于这伶界赈济会开办的好处，一层

罢，可以集收赈款，救济江皖的灾民；二来可以令全

国人，知是伶界有这文明善举，从此以后，都敬重伶

界中人。” ［５４］艺人对此有深刻认识，伶界赈济会发

起人之一姜妙香即言：“我之人，虽是下等社会之

人；我之心，不是下等社会之心！” ［５５］

艺人社会形象的转变得到官方认可。 １９０６ 年

艺人田际云因演剧助学获得清政府的表彰，据《京
话日报》报道：

　 　 该班排演《惠兴女士》新戏并延请士绅登

台演说，一时观听者皆为之感泣动容。 查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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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实足为政治上之助力，而于社会进步亦极

有关系。 该班主具此热诚，深堪嘉尚，除发给银

牌一面以示奖励外，为此发给谕单张贴该园。
嗣后该班仍当多排新戏，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庶
不负本厅提倡之心而即以增长该园之声誉也。
此谕。［５６］

材料可见，艺人义演获得了政府肯定与嘉奖，这
无疑有利于扭转世人对艺人的偏见。 此外，当时文

学作品中也有艺人形象改善，并为大众逐渐认可的

情况。 如清末小说家陆士谔在《荒唐世界》中写道：
“这两年各处水灾旱灾，咨议局议员从不曾发起过

一个慈善会、救荒会，倒是戏馆里常常演剧助赈，看
起来还是这个艺员强些儿呢。” ［５７］由于艺人社会地

位提高，票友也因此受益，他们成为义务戏助力公益

的重要力量。 如 １９２７ 年冬，徐志摩和陆小曼在上海

夏令配克大戏院演义务戏《玉堂春》筹款助赈，陆小

曼饰苏三，徐志摩饰解差崇公道，二人穿着戏衣戏袍

在台上互动［５８］ 。 如果艺人社会地位没有提高，这
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３．促进移风易俗，改善社会风气

清中期对妇女到戏园看戏有禁令。 据齐如山记

述：“乾隆以前，京中妇女听戏，不在禁例，经郎苏门

学士奏请，才奉旨禁止，所以一百多年以来，妇女不

得进戏园听戏。” ［５９］ 光绪年间，政府禁止流行于上

海英租界的女子“猫儿戏”，认为“伤风败俗”，要求

总巡捕下令停演［６０］ 。 由此可见，此时女性观众与

女性演员均被排除在戏园之外。 但随着西方新思想

的传入和社会变迁，妇女入园观戏日益普遍，逐步从

“京师戏园向无女座，妇女欲听戏者，必探得堂会

时，另搭女桌，始可一往”改变为“妇女之入园观剧，
已相习成风矣” ［６１］ 。

女性能进入戏园与义务戏有密切联系。 据“胡
琴圣手”徐兰沅回忆，“由于义务戏的兴起，妇女才

能走进剧场。 最初义务戏的性质，是为了‘庚子赔

款’，当时人民还有所谓‘国民捐’”，为更好卖座筹

款，不得不让妇女走进了剧场，“但是男女间还有着

一定的封建界限，如男女分座，男的在楼下，女的在

楼上” ［６２］ 。
义务戏演出不仅只有传统剧目，新剧也是重要

内容。 改良新剧中所宣传的爱国主义、文明自由、女
子解放等，对社会风俗转变起到不小作用。 用戏剧

推动社会风俗改良，移风乐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移

风乐会邀请文人编排新戏，１９０６ 年 １０ 月间就编出

《破迷信悔前非》《潘公投海》等戏［６３］ ，此后还有劝

诫鸦片的《民强基》 ［６４］ 和提倡天足运动的《醒世姻

缘》 ［６５］等。
清末女性开始进入戏园并参与排演移风易俗新

剧，如女艺人金月梅“因钟声、木铎诸人层演新戏，
改良风俗，亦特编排《义仆记》及《节义传奇》两出，
现正在练习，不日就要登台开演，女伶有这伟大思

想，真是不可多得” ［６６］ 。
清末鸦片烟荼毒社会，为了戒烟“强种”，改变

吸食鸦片的不良风气，民间的仁人志士以举行义务

戏的形式筹款运作戒烟所。 《顺天时报》记载：“志
士杨铁庵、雷震远诸君，因为预备立宪，要紧的是强

种，要强种必先戒烟。 现在北京戒烟处还少，于是纠

集同志，议设振华戒烟所。 但是头一个问题，没有经

费。 庆寿班主人，知道此事，情愿全班尽义务。 又各

班名角、九城票友，也愿同尽义务，借地在打磨厂福

寿堂开演。” ［６７］ 受民间义务戏集资办戒烟所的影

响，朝堂官员也向清政府禀请在南顶庙会办义务戏

集资兴建戒烟所：“拟趁南顶庙会之期，邀集清客票

友并各班名角于五月初一日起，计算至十五日止，在
永定门外四合号茶社内开演义务戏并各样皇会杂

技，所售之票费悉归更戒烟会，作一切经费。” ［６８］

清末义务戏冲破了传统演剧时间限制，可以晚

上演出，从而改变了人们的娱乐习惯。 清政府出于

社会治安考量，对夜间演剧明令禁止。 齐如山回忆：
“前清只有在私人家中或会馆、旅馆中演堂会戏，可
以演至深夜，至于戏馆子中则绝对禁演夜戏。” ［６９］

清末演剧筹款的兴起为北京夜戏常态化提供了契

机。 １９０８ 年，为赈济粤皖鄂三省水灾，艺界在广德

楼演义务戏，“广德戏园，于九月二十三之夕，纠集

诸班最优名角，演唱特别义务夜剧” ［７０］ 。 时人所作

竹枝词对夜戏也有记载：“夜戏公然见帝京，争将歌

舞绘承平。 缘何不许金吾禁，都有章章义务名。”作
者还对这首诗注解：“京师向无夜戏，现各班均以义

务开演，争奇斗胜，日盛月增，从此夜夜演唱，不复禁

止。” ［２１］宣统年间民政部的一篇咨文显示，义务夜

戏已经形成风气很难禁止了［７１］ 。
夜戏的流行还与艺人引导有关。 知名艺人王钟

声在天乐园演剧，他“夜晚十时以后”才登台，而“去
听钟声的人却在六点以前便都争先早到”，“有到得

晚的，连凳子都没有得坐，竟至站立听钟声，不嫌劳

苦，且有余乐不尽的状态” ［７２］ 。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下，不但义务夜戏逐步普及，连正常的商演夜剧也开

始“合法化”，人们的娱乐习惯被改变。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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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北京义务戏深受戏剧改良运动的影响，其
演进过程呈现出多种新元素，不仅促进了戏剧改良，
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风俗的改变。 在知识界

的提倡下，戏剧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艺人的国民意识

不断增强，为国分忧的义务戏演出使艺人群体形象

得到重塑。 艺人通过义务戏筹集善款，无论助学、济
贫还是赈灾，他们都用自身的技艺和号召力为国家

救亡图存尽了绵薄之力，展现出其主体性。 同时，清
末义务戏对社会改良与社会进步具有推动作用，其
中既包含爱国“强种”的进步意识，也在向民众撒播

自由民主的种子。 但由于戏剧改良和义务戏的发起

主要由知识分子倡导，开明艺人还是少数，更多艺人

是非自主地跟从，因而使义务戏呈现出一定的工

具性。
北京地区义务戏还表现出新旧交织的特点，一

方面是传统戏剧内容、传统艺人形象等都在逐步改

变，另一方面是新的精神风貌开始出现。 义务戏在

成为义演募捐重要手段的同时，产生了许多新变化。
传统与现代交织，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是义务

戏与现实社会互相适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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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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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 ／ 档号：２１－０５７６－００２３．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７２］钟声新剧［Ｎ］．顺天时报，１９１０－０１－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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